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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從分析「政策知識引用」的角度，以我國設計政策決策機關任職人員引用政策知識的實

證資料，探討設計政策制定所面臨的問題。研究中經由政策知識引用的探討，提出三項影響設計政策制

定的知識引用假設，包括：任職者知識引用的決策型態、任職者個人知識引用特質與政策知識的環境系

絡。復以九十二年度內政府決策機關所公告實施的三款設計、文化產業計畫為政策樣本，參與制定此三

款計畫的任職人員為問卷測量對象。所得資料經統計分析後，研究結果得知我國設計政策制定：(1) 基

礎研究與任職者所引用知識之間，存在著不能配合的現象；(2) 任職者知識引用的決策型態僅以訊息傳

遞為最多；(3) 任職者個人的知識偏好，影響設計政策制定於不完全知識下進行決策；(4) 設計政策屬

於結構不良的政策問題，影響著政策知識環境系絡的發展。研究成果可供改進我國設計政策基礎研究方

向之用，對於設計政策制定知識引用的侷限問題，治本之道為鼓勵研究者提出預備性設計政策建言，以

供決策機關規劃國家設計發展政策所引用。 

 

關鍵詞：設計政策、政策制定、政策知識 

 

一、前言 
 

所有的政策科學研究者都同意知識是政策制定的基礎，當政策日趨複雜之際，政策研究者致力於政

策研究，期能產生思慮周全的政策以及相關的政策知識，並廣為散佈與引用，解決各種政策問題，進而

提高國家競爭力[6]。研究決策理論的學者們也一再強調，政策制定者對於蒐集和分析知識所作的努力，

直接關係到政策的品質。科學知識對於政策制定具有一定規範性的影響力，這是毋庸置疑地。但是，Oh 
[24]指出政策知識研究與引用之間仍存在著極大的鴻溝，在政策制定的實務中，提供知識的社會科學研

究者與政策制定的決策者，兩者間觀念均存在著相當嚴重的不能配合現象。即使在眾多的政策研究中發

現，絕大多數政策決策者都認為非常地殷切需要政策知識，但實際引用的情形仍然是不理想。Wink    
[29]也持相同的觀點，認為決策者普遍希望更科學更專業的知識，但知識低度地引用結果，反而顯示知

識的實際價值少於應有的價值。詹中原[7]、承立平[2]曾觀察我國政策制定部門引用社會科學知識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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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無論在制度、組織及政策面均有值得再檢討與改進的地方。陳恆均[5]也認為我國引用政策知識的情

況，有必要對於制定政策的決策機關人員之實證資料加以收集與分析，並建立適當的評估架構。 

政策知識源自於人類的社會需求而產生，並且當成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一項活動。翁興利[3]指出一個

政策制定的過程，其實就是一種知識的生產、傳散、到應用的過程，這些知識必須廣為散布與引用才能

解決問題。就政策制定者而言，如何透過研發單位或委託學術機構進行專案研究，將正確的資訊輸入掌

控決策過程的機制，也是對決策過程運轉的理性提出評估。因此，政策的決策是建立在一種科學的理性

原則上，亦證明知識是政策制定的關鍵資源，有權力的決策者必須清楚政策的方法與內容。特別是本研

究中所指涉之「設計政策」(design policy)[11]，正符合曹俊漢[4]所強調屬於「創新性」（innovative）與

「高度技術性」（highly technical）的政策，如果欠缺充分的政策知識，如不清楚政策目標或原則，則可

能會在嘗試與錯誤的基礎上摸索決策方向，不但沒有效率，也往往是政策推動失敗的主因。 

就一個國家的設計政策而言，由於其牽涉的廣度可涉及複雜地國家經濟競爭力、文化福祉與科技人

文之間的關係，雖然認知的比重各有高低，但總體而言，這些議題確實都與設計政策具有相當的關連度。

反觀，負責制定我國設計政策的決策機構，是否曾由內在或外在委託方式，進行過基礎性政策研究的探

討? 我國目前是否具備紮實的設計政策研究機制? 研究成果是否作為政府機關相關設計政策決策的基

礎，以及研擬相關配套計畫的參考，皆是本研究關注的主題。本研究擬以分析「政策知識引用」的角度，

以我國設計政策決策人員引用政策知識之實證資料，來探討設計政策制定中所面臨的問題。 

 

二、政策知識引用之探討 

2-1 政策知識 

「政策知識」就是一組可以被應用來協助政策制定者的知識，藉以瞭解政策產出的因果關係，以及

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政策制定者需要一個廣泛的政策議題，連結不同的次級知識領域以解決實際問題，

這類屬於描述或解釋政策備選方案和實際運作等，涉及政策議題內部邏輯的知識，皆可謂之政策知識

[13]。反之，集中思考於倫理、意識型態或政治面向，關注於政策問題外部邏輯的知識，稱為「政治知

識」，兩者不應混淆。從知識引用觀點來看，決策本身就是一種知識的活動，所以決策過程的意義是積

累問題解決的經驗，以促使人類更進步[3]。亦即知識的內容是否能對於政策制定機關的工作產生貢獻，

或是政策研究成果被視為制定決策的依據[27]。 

 

2-1.1 政策知識範圍 

「政策知識」，可解釋為人們在瞭解相關政策問題的情況下，對政策的起因、影響與隨之而來的社

會影響的具體化的知識。政策知識的範圍，Webber[29]由「種類」與「領域」對政策知識進行分類，政

策知識包括六項種類：(1)決策者個人知識、(2)新聞知識、(3)參與者經驗或臨床知識、(4)政策研究、

(5)政策導向研究、(6)基礎研究；以及八種政策知識領域：(1)科學與工程、(2)經濟、(3)行政管理、(4)

政治、(5)倫理、(6)法律、(7)生態與(8)社會及心理，Webber 並認為經由上述不同種類的知識與不同領

域的知識相互交織，才能對政策知識的範圍作更進一步的描述。 

 

2-1.2 政策知識之來源 

Blankenship[12]指出政策領域有六類的知識來源：(1)政治系統中的民意機構、政黨及利益團體；(2)

市場活動產生的訊息；(3)相關行政部門；(4)司法系統；(5)大眾傳播媒體；(6)相關的知識業（knowledge 
industry），例如大學、政府研究機構、公民營研究機構、法人支持的研究中心。然而，這六項知識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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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只有第六種由相關知識業所生產的知識屬於科學知識。Feldman & March[18]認為科學知識是由公正的

研究者在免於受到政治影響的過程中所產生，與古典決策理論相同，因此科學模式所蒐集到的知識可被

引用於決策的制定。因此社會科學研究者對政策制定者而言，扮演了主要的「知識生產者」（knowledge 
producer）的角色。 

MacRae[22]依照知識生產者提供決策者的建言方式，將輔助政策決策所需的知識分為四種：(1)短期

政策分析；(2)長期政策分析；(3)問題描述與界定；(4)應用性研究。區分政策的建言包括「政策分析建

言」與「預備性政策建言」兩類，同時也描述了相關政策建言的知識生產者，包括：政府幕僚、政策中

心研究員、智庫（think tank）、應用性學術研究者。整理如表 1 所示。 

 
表 1 政策知識應用型態與知識生產者之分類 

輔助政策決策之知識 
 

預備性政策建言 政策分析建言 

知識型態 應用性研究 問題描述與界定 長期政策分析 短期政策分析 

知識生產者 應用性學術研究者 
智庫 

應用性學術研究者 

政策中心 

智庫 

政府幕僚 

政策中心 

出處：整理自 MacRae[22] 

2-2 政策知識引用之形式 

2-2.1 引用程度 

慣用引用程度皆以測量知識的使用者介於「不引用」至「引用」之間的量表型態，引用程度愈高表

示對特定決策的影響程度高。Weiss & Bucuvalas[27]所界定的引用程度量表，包括：(1)不引用：知識未

被有意識地引用；(2)知識被引用，但是引用者無法以任何方式清楚地描述真正所需知識為何；(3)知識

被引用，且可以概略描述其引用型態；(4)知識被引用，且可以清楚的描述其引用型態。Laren & Werner[19]
更予以細分「不引用」部份：(1)知識已被潛在使用者考量，但隨即予以拒絕；(2)知識不採納來作任何

決策；(3)知識的採納尚未發生，但仍在考慮之中。於「引用」部份：(1)知識已被接納實行；(2)知識已

被改編；(3)知識被部份引用；(4)知識已被採納並接近實行程度，但目前尚未發生。 

 

2-2.2 引用目的 

政策知識引用的兩種最基本目的：(1)研究結果驗證出決策者的信念；反之，(2)研究結果對決策的

信念提出挑戰[3]。Weiss & Bucuvalas[27]則嘗試區分出六種引用目的：(1)提出一項議題；(2)形成新的

政策或計畫；(3)評估可行方案；(4)改進現有計畫；(5)改變思考方式；(6)規劃新的研究。 

 

2-2.3 引用模式 

Caplan[13]由近六百案實例中，歸納出六項政策知識引用之型態，包含：(1)使決策者關注目前社會

需求；(2)評估現行政策研究；(3)建構政策方案研究；(4)政策執行研究；(5)加強對政策決策辯護研究；

(6)提供備選政策方案的基礎研究。Weiss[26]所提出下列七種不同的政策知識引用模式：(1)「知識推導」

（knowledge-driven）：應用基礎研究以刺激發展和應用；(2)「問題解決」（problem-solving）：與決策

者在某一特定決策問題上進行溝通；(3)「互動性」（interactive）：競逐資訊資源；(4)「政治性」（political）：
對先前達成的決策予以合理化；(5)「戰術性」（tactical）：要求額外資訊以拖延決策行動；(6)「啟發

性」（enlighten）：教導或教育決策者；(7)「智能追求」（intellectual enterprise）：政策研究只是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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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追求中的一環。數十年來，眾多學者歸納依照 Weiss 模式所進行的政策研究，均指出「知識推導」、

「問題解決」、「啟發性」與「互動性」最為主要知識引用的目的，其中更指向「互動性」最為重要。

Weiss 的知識引用模式至今仍最廣為學術研究所採用。 

2-3 政策知識未被引用之問題 

以下三種理論為普遍政策研究學者所採納，用以評論政策知識未被政策制定者引用的現象。 

(1)特定知識理論(knowledge-specific theory)：強調政策研究方法的完整性，包括時效性以及方法論的完

整，認為政策知識之所以未受到重視之原因，係因社會科學家在產生知識的過程中所採用的研究方

法，以及知識的性質不同，僅適用於學術環境，而欠缺實務的適用性[13]，所提出的政策研究與真實

政策問題無關、不具時效性，甚至不正確。 

(2)政策制定者侷限理論(policymaker’s constraint theory)：主要檢視政策知識是經由何種過程散佈到政策

制定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在何種誘因下會使用政策知識[16]。認為必須考慮政策制定者所處的政治環

境、權力架構；政策制定機關本身的正式與非正式的層級限制和集權化的程度。如同 Lindblom & 
Woodhouse[21]所述政策決策者受限於決策環境，僅在非常有限的資訊內進行探索活動，政策知識引

用受限於組織內外代理研究機構的可取得性，對於外部資訊通常很少被諮詢。 

(3)二元社群理論(the two communities theory)：強調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由於彼此不同的世界觀、價值體

系和信仰體系，因而造成政策知識的未被引用[13]。係由於理論與實務之間的不同價值與報償系統，

兩者間對於研究目的、動機、方法、時間限制，以及對於問題的界定方式不同，加上不同的專業術語，

因此很難溝通[16,28]。 

於上述三種理論中造成政策制定者行為的基本假設皆非常類似，即認為每個決策都是在理性的在有

限的方案中，仔細計算每個方案的成本與利益，並從中挑選一個效益最高的方案。依據理性決策模式的

觀點，當問題確認後，所期望的結果會自然出現。但現實上，政策制定者面對的環境差異、個人職責，

以及所盡責的表現方式自然的影響著知識引用的程度，因此政策制定是不可能完全依據理性決策。Oh & 
Rich[23]亦運用迴歸分析證明「政策制定者本身的動機」以及對「政策所持的觀點」，這兩項變項比二

元社群理論更能解釋，何以政策知識未被政策制定者引用之問題。 

 

三、研究假設 
 

依設計所具有的特質而言，Cooper & Press[14]指出設計是藝術、解決問題、創造性行為、不同專業

集合、一種產業、一種過程等，顯示出設計相關的知識範疇相當廣泛，雖然多種知識以不同觀點存在，

但彼此之間並非相互排斥，卻又都是一種相關活動中複合觀點的一部份。因此，國家整體的設計政策內

涵必須包括許多不同的知識範疇，這些知識影響著政策出發觀點、政策目的，以及相關決策機關間對於

政策問題所抱持之差異性。根據 2-3 節的討論所述，政策知識引用與否受到相當多的因素影響，絕非單

一的理論可以涵蓋[3]，同理一款設計政策的制定很難僅以單一性質的政策知識結構來進行決策。陳恆均

[5]更將 2-3 節的三種理論予以整合，探討政策制定者的行為與政策知識引用情形，歸納出影響引用的因

素包括：(1)政策制定者的決策型態、(2)政策制定者的特質、(3)政策制定的環境系絡。有鑑於此，本研

究將以陳恆均的整合觀念為假設基礎，探討影響設計政策制定之變項，並提出以下三項研究假設。 

3-1 假設一：設計政策制定者，其引用政策知識的決策型態影響設計政策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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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學者們均認同政策制定者各自有著不同的價值與信仰，造成決策的型態因人而異。一般引

用政策知識的決策型態可分為三類[5]：(1)訊息傳遞者類型（messenger）；其政策知識引用程度最低、

(2)仲裁者類型（arbitrator）；程度上仍屬於訊息傳遞型態，但思考偏向於政治知識，極少引用政策知識、

(3)評估者類型（evaluator）；其政策知識引用程度最高，具有 Weiss[26]所指出的啟發作用，研究成果

可供決策者思考問題。舉例而言，我國經濟部與文建會在面對「設計文化產業」議題時，政策制定者因

認知角度不一致，而可能影響其知識引用的決策型態；另外，經濟部與教育部對於「設計產學合作」所

主張的政治立場不同，也可能形成迥異地知識引用模式。據此可假設設計政策制定者除了考量國家發展、

多數大眾、利益團體的利益之外，亦依據自身所處決策機構的價值與信仰來判斷引用政策知識之模式，

以扮演理性的決策型態。 

3-2 假設二：設計政策制定者，其引用政策知識的特質影響設計政策決策 

Wesis[28]等人研究顯示，政策制定者其個人接受政治妥協、事務經驗、心理認知能力，此種「本位

主義」（parochialism）之特質對於政策知識取向有著明顯的影響。Rich[25]亦認為政策制定者對於知識

來源的可信賴性（trustworthiness）與可靠性（credibility），對知識是否被引用具有相當重要的解釋力。

我國設計政策向來由相關政府機關的文官人員所制定，文官體制的考試制度影響政策制定者的專業背

景、歷練等條件不盡相同，因此可假設因為設計政策制定者本位主義的偏好特質，影響制定設計政策僅

以有限設定或已熟知的管道蒐集知識，以致設計政策的決策係以不完全政策知識為基礎。 

3-3 假設三：設計政策制定過程中，引用政策知識的環境系絡影響設計政策決策 

政策知識的環境系絡包括「政策問題」以及與「政策研究技術」有關的變項，政策問題為政策制定

者於決策時，著手思考與設計政策問題有關的各種變項，包括：政治意圖、政策的迫切程度、決策幕僚

素質等；政策研究技術有關的變項，包括：研究時間、方法的正確性，是否符合實際需求等[23]。如前

Cooper[14]等所述影響設計政策議題的問題面向多元且複雜，加上目前我國民間智庫、設計院校等對於

設計政策研究所進行之基礎研究亦相當缺乏，因此可假設政策制定者必須廣泛的蒐集有關的基礎研究以

符合其引用政策知識之需求，然而這些基礎研究對於設計政策問題系絡的不同見解，以及研究成果水準

的良莠不齊都將影響著設計政策決策。 

 

四、研究範圍與結果 

4-1 研究設計 

本研究依循政策研究的時效性原則，選定目前我國政府已決策實施的三款設計政策相關計畫，從這

三款設計政策的決策過程中，找出期間曾參與這些政策制定的人員，以問卷調查及人員訪談的方式，蒐

集政策制定過程中影響知識「被引用或不引用」的相關因素，以實證資料解釋上一節所述本研究的三項

假設。 

 

4-1.1 設計政策相關計畫的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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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三款設計政策計畫之政策目標與內容 

計畫名稱 政策目標與內容 執行時間 

經濟部工業局九十二年

度–創意設計輔導計畫 

提供整合輔導方案，結合文化、設計、科技及經營等核

心知識，協助符合「文化創意產業整合輔導體系」之產

業社群及業者，發展創意商品或服務，以提升消費品質，

增加產業商機。政策內容包括： 

1.個案創意設計或產品設計諮詢診斷 

2.個案創意設計或產品設計輔導 

3.重點傳統工藝產業社群之示範個案技術及管理輔導 

4.創意生活產業–新創投資規劃輔導 

九十二年四月起至

九十二年十一月止

「財團法人台灣創意設計

中心」（TDC）成立計畫[1] 
依據「挑戰二○○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文化創意

產業發展計畫。建構國家級設計推廣單位與營運設施，

營造我國優質設計環境，成為帶動產業創意設計能力提

升之核心樞紐。政策目標包括： 

1.促進設計產業發展 

2.運用設計提升產業附加價值 

3.推動設計產業國際化 

4.應用創意設計支援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九十二年四月起至

九十三年 

創意生活產業發展計畫 依據經濟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第三次委員會議，於

文化創意產業範疇中新增創意生活產業，期以創新思維

的產業經營模式，將創意或文化積累，運用創新的經營

方式發展出台灣特有的創意生活產業，觸動文化創意產

業的新契機。政策目標包括： 

1.甄選一百家創意生活產業成功模範 

2.輔導五十個創意生活產業模式 

3.提升創意生活產業產值三百億元 

4.支撐十萬個創意生活產業就業機會 

自九十二年起至九

十六年，為期五年

 
本研究選定之設計政策相關計畫，係以決策時效為九十二年度內，政府相關部門所公告實施之計畫

為主，選取標準為評估對於我國「設計產業」發展具重要影響程度者，選定之計畫名稱與政策目標如表

2 整理所示，表中所列內容與資料來源為：經濟部新聞稿、「全球產業設計情報服務系統」(www.taiwan 
design.net)與「創意生活產業網」(www.creative.org.tw)所公告內容。 
 
4-1.2 調查樣本「任職者」的選定 

本研究參照政策學者 Lindblom[21]的提示，真實政治中許多的行為者皆能夠影響政策決策的結果，

不要僅將焦點過度置於政府官員身上，因此 Lindblom 建議以「任職者」（functionary）這個名詞來表述

承擔特定職務的人員，替代傳統上對於「決策者」（decision makers）的認知。本研究為能夠正確地找出

參與的「任職者」，首先由上述三款政策的會議出席名單中，依單位屬性各挑選出一位固定諮詢代表，

經取得聯繫之後，再依諮詢代表所提供的業務承擔人員名單，經刪除重複出現人員後，共計完成有效問

卷計 58 份，接受測量之任職者樣本共 23 名，實施所涵蓋機關有：經濟部工業局、文建會文化產業小組、

外貿協會設計中心、相關公法人部門、設計院校等。 

 

4-1.3 研究限制 

本研究設計僅以曾參與上述三款設計政策制定之任職者為調查對象，測量其個人引用政策知識的傾

向；因此尚有關不同政黨政策的政治性考量、政策預算改變，以及決策機構的組織型態、決策傳統等其

它變項，則不在本研究討論範圍之內。部份無法藉由測量所得之實證資料，本研究將經由蒐集二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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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與進行人員訪談方式取得。 

 

4-1.4 實驗設計 

本研究參考 Lester[20]所提出的一種分析知識引用決定因素模式，依照本研究的假設條件修改後擬定

「設計政策制定引用政策知識之模式」，包括四組變項：(1)系絡變項（α）；(2)研究變項（β）；(3)

中介變項（γ）與(4)依變項（ε），各組變項間的相對關係，如圖 1 所示。 

 
 
 
 

 
 
 
 
 
 
 
 
 
 

圖 1 設計政策制定引用政策知識之模式 

4-2 量表設計 

量表內容係以圖 1 的實驗架構為基礎設計，四組變項設定如下： 

1.系絡變項（α）：設計政策制定過與政策知識引用系絡有關變項，涵蓋引用「範圍」、「來源」、「程

度」以及「目的」等次變項。 

(1)引用之範圍（α1）：測量效標採用 2-1.1 節所述，Webber[29]分類政策知識的六項「種類」（α

11）分類，與八項「領域」（α12）分類。本研究另斟酌設計政策研究之需求，於政策知識種類

中補充「相關先進國家之設計政策比較研究」、「設計發展相關之產業技術政策報告」兩類；於

政策知識領域中補充「民意調查」與「文化傳播」兩項。 

(2)引用之來源（α2）：測量效標採用 2-1.2 節所述，Blankenship[12]政策知識的六項「來源」分類。

本研究另外增加「個人知識網絡」、「其他決策者」、「期刊」、「相關科技會議資料」等四項。 

(3)引用之程度（α3）：測量效標採用 2-2.1 節所述，Laren & Werner[19]政策知識「引用」的四種區

分；與「不引用」的三種區分。 

(4)引用之目的（α4）：測量效標採用 2-2.2 節所述，Weiss & Bucuvalas[27]的六項政策知識引用目

的分類。 

2.研究變項（β）：社會科學研究是否影響政策知識被引用之變項。測量效標採用 Dror[15]所提出「處

方籤方法論」（prescriptive methodology），認為政策研究必須符合三項原則：(1)事實的基礎（β1）、 

 

(γ) 中介變項： 
於設計政策制定過程中
作業之， 
1.任職者專業背景 
2.任職者對問題的瞭解
3.任職者參與程度 

4.任職者利益 

(α) 系絡變項： 
與設計政策制定程序，各
階段中有關政策知識之， 
1.引用之範圍 
2.引用之來源 
3.引用之程度 
4.引用之目的 

(β) 研究變項： 
提供設計政策制定決策之
應用研究成果， 
1.是否具正確性 
2.是否符合規範 
3.是否符合實際需求 

(ε) 依變項： 
影響設計政策決策之，
1.政策知識引用的模式
2.引用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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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價值規範標準（β2）、(3)實際的需要（β3）。效標之測量尺度採以 Likert 五尺度區隔。 

3.中介變項（γ）：設定為理性行動與官僚限制下，所可能影響政策知識被引用的一組變項。測量效標

以「任職者」影響政策知識引用之個人特質，包括：(1)專業背景（γ1）、(2)對政策問題的瞭解程度

（γ2）、(3)參與程度（γ3）、以及(4)利益（γ4）。效標之測量尺度採以 Likert 五尺度區隔。 

4.依變項（ε）：政策知識引用模式。測量效標採用 2-2.3 節所述，Weiss[26]政策知識引用模式的七項

分類，並以 Likert 五尺度測量是否達到所期望的應用滿意程度（δ）。 

 

量表的效標均採用相關政策知識引用理論為架構，復以雙向細目表檢驗：設計政策系絡內容、設計

政策取樣樣本之政策目標、政策研究成果屬性與任職者個人特質等層面。檢驗顯示本量表所設計的測量

題目均已具備「內容效度」所需代表性，符合研究假設所欲測量之目的。 

4-3 信度檢驗 

本研究信度檢驗採以不實施前測方式，直接依據 58 份任職者樣本的測驗值。如表 3 所示，經信度檢

驗後各題之 Cronbach α信度係數均超過 0.7 以上，各題目相關係數達 0.6 以上，顯示量表內各題均已

呈現一致性水準。 

4-4 結果與檢討 

4-4.1 設計政策制定過程中政策知識引用之描述性統計 

任職者樣本引用政策知識「種類」與「領域」所佔比率高低，依序分別詳見於表 4 與表 5。可發現

政策知識種類以「設計先進國家的政策比較研究」(26%)引用最高，其次為「設計相關產業的技術政策分

析」(21%)；政策知識領域以「經濟」知識引用竟高達(43%)最高，其次為「文化與傳播」知識(29%)。此

現象或許可解釋為何長期以來我國設計政策制定，多數皆師法於先進國家設計政策[9]，以及我國政府主

導機關向來係以設計提升國家競爭的經濟力觀點[8]，用來制定設計產業技術政策與文化創意產業政策之

意識作為。表 5 也突顯了目前我國可供任職者引用的「系統性設計政策研究」知識相當缺乏(1%)，同時 

表 3 信度檢驗結果 

量表題目 α係數 相關係數

政策知識種類（α11） 0.8542 
1 

設計政策制定過程中所引

用政策知識範圍（α1） 政策知識領域（α12） 
0.8544 

0.7343 

2 設計政策制定過程中所引用之政策知識來源管道（α2） 0.7369 0.8330 

引用程度（α31） 0.6343 
3 

設計政策制定過程中引用

或不引用政策知識（α3） 不引用程度（α32） 
0.9025 

0.7855 

4 設計政策制定過程中引用政策知識目的（α4） 0.8541 0.7287 

有根據我國設計、文化發展的事實基礎（β1） 0.6672 

符合我國設計政策價值的規範（β2） 0.6439 5 
所取得社會科學研究資料

性質（β） 
切合我國設計政策問題的實際需要（β3） 

0.8472 

0.6138 

具備專業背景程度（γ1） 0.6551 

瞭解政設計策問題程度（γ2） 0.7799 

參與決策過程程度（γ3） 0.6021 
6 

參與設計政策制定之任職

者個人特質（γ） 

自身或機構具有業務發展程度（利益）（γ4）

0.7674 

0.6608 

7 設計政策任職者引用政策知識之模式（ε） 0.8374 0.8964 

8 設計政策任職者引用政策知識之滿意程度（δ） 0.7774 0.6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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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者所引用政策知識的領域分布亦相當不平均，應用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皆須加強。表 6 依序為任職

者其政策知識「來源」的比率，其中以「政府相關部會所擬定的白皮書」最高(28%)，其次為「大眾傳播

媒體、報紙」等來源(24.5%)，顯示設計政策的任職者習慣於被動地的以接受相關部會、新聞媒體或情報

系統所提供之資訊為主，至於主動地委託設計院校、智庫或研究機構進行基礎研究所得之知識僅佔

(15%)，其餘各種政策知識來源皆只佔非常少數，此現象亟待改善。 

表 7 所示為任職者樣本引用與不引用政策知識的各項程度比值，其中有引用比例僅佔(36.5%)，未被

引用比例卻高達(63.5%)，結果顯示政策知識未被引用的比率相當高。有引用程度也僅以部份採納(15%)

為高，其餘的引用程度皆偏低。於未被引用程度中，則有相當高的比例(34%)顯示研究資料停留在評估階

段，是否引用或放棄還未做出決定，此現象誠如 Lindblom[21]所言，除非政策制定者真正感受到實際的

需要，否則專業的研究資料是無用處的。可證實我國設計政策的知識研究與引用之間存在著不能配合的

現象。 

表 8 依序排列為任職者樣本引用政策知識之目的，其中以「形成一個新的設計政策推動計畫」佔(33%)

最高，其次為改善進行中的計畫(29%)，至於評估政策備選方案(8%)與規劃設計政策研究方向(2%)兩者最

低，顯示任職者引用政策知識之目的多是在於解決立即的政策問題，屬於未來中長期的研究規劃或政策

評估則相當缺乏。 

 

表 4 設計政策制定所引用政策知識種類比率  表 5 設計政策制定所引用政策知識領域比率 

政策知識種類 百分比 政策知識領域 百分比 政策知識領域 百分比

 與設計先進國家的政策比較研究 26 % 經濟 43 % 法律 0.5 % 

 與設計相關的產業技術政策分析 21 % 文化與傳播 29 % 其他 0.5 % 

 與設計相關政策議題的媒體評論 18 % 民意調查 8 % 倫理 0 % 

 具經驗決策者的解釋或描述 17 % 科學與工程 6.5 %   

 與設計相關之社會問題調查結果 12 % 社會與心理 4 %   

 與設計相關的學術書刊 4 % 行政管理 4 %   

 與設計相關的系統性政策研究 1 % 政治 2.5 %   

政策運作的知識                      1 % 

 

生態            2 %  

 
表 6 設計政策制定所引用政策知識之來源比率 

政策知識來源管道 百分比 政策知識來源管道 百分比

 政府相關的行政部門、白皮書 28 % 相關科技會議資料 2 % 

 大眾傳播媒體、報紙 24.5 % 政府的研究發展考核單位 2 % 

 市場、商業情報系統 21 % 國會研究單位、各縣市議會、政黨 1 % 

 大學、智庫、公民營研究機構 15 % 個人網絡、所屬專業協會、朋友 0.5 % 

其他決策制定者、同事                6 % 期刊、書籍                            0 % 

 

表 7 設計政策制定所引用與不引用政策知識之程度比率 

政策知識引用程度 百分比 政策知識不引用程度 百分比

研究資料全部都已被都採納，並且

付諸實行 
7 % 

研究資料曾經被考量過，但是隨即予以

拒絕 
26 % 

研究資料已經採納，但是改作其它

用途 
5 % 研究資料沒有被採納作任何決策 3.5 % 

研究資料僅部份被採納 15 % 
研究資料的採納尚未發生，但是否放

棄，還仍在考慮之中 
34 % 

研究資料已被採納，並接近實行程 

度，但目前尚未發生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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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設計政策制定所引用政策知識之目的比率 

政策知識引用目的 百分比 政策知識引用目的 百分比

 用以形成一項新的設計政策推動計畫 33 % 用以改變目前設計政策決策的思考方式 13 % 

 用以改善執行中的設計政策推動計畫 29 % 用以評估可行的設計政策備選方案 8 % 

用以提出單一項設計政策議題         15 % 用以規劃新的設計政策研究方向          2 % 

 
4-4.2 設計政策任職者引用政策知識之決策型態分析 

表 9 為利用「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對單因子分類資料進行假設檢驗之數據，即 58 份任職者

樣本在本研究依變項（ε）各項別中的實際反應次數（N）與理論期望次數（58 *至少複選 3 項/ 共 7

項別=24.857）之間的差異進行檢定。檢定結果證明「知識推導」、「問題解決」、「啟發」三項的政策

知識引用模式達到顯著水準，其中以「問題解決」模式的反應次數最高(N=39)，此模式的決策型態具有

溝通的作用，因此類似於「訊息傳遞者」類型，顯示任職者僅是傳遞知識訊息，真正引用知識的程度並

不高。此外，「知識推導」(N=33)與「啟發」(N=24)兩模式的決策型態，因具有啟發作用屬於「評估者」

類型。依照本研究假設一的條件，可得知我國設計政策任職者的決策型態具有「訊息傳遞者」與「評估

者」兩種類型，並且不同決策型態類型影響著設計政策決策。 

表 9 中同時以「平均數差異檢定」方法檢驗「政策知識引用模式」與任職者樣本其「引用滿意程度」

（δ）之間是否具有顯著性存在。檢定結果僅「問題解決」模式的引用滿意程度達到顯著水準，顯示任

職者樣本僅對於扮演「訊息傳遞者」的決策型態感到滿意，反而對於扮演需要引用知識程度較高的「評

估者」型態表現均不甚滿意，顯然任職者所引用的設計政策研究成果有改善之必要。 

 
表 9 引用政策知識之決策型態分析 

政策知識引用模式（ε） 滿意程度（δ）
 

N Chi-squarea Sig. F Sig. 

1 知識推導模式 
提供基礎研究知識，以刺激計畫發展和應

用 
33 101.720 0.006 ** 410.250  0.229

2 問題解決模式 與決策者對某一特定決策問題進行溝通 39 124.149 0.000 *** 230.889  0.003 **

3 互動模式 與其它機關競相追逐較多的知識資源 12 26.143 0.324  143.023  0.633

4 政治模式 對先前達成的政策決策提供合理化解釋 07 14.318 0.644  44.111  0.451

5 策略模式 提供額外的資訊，用以拖延決策的進行 05 49.137 0.159  44.167  0.403

6 啟發模式 用以啟發或教育決策者 24 78.257 0.012 * 125.347  0.055

7 智能追求模式 用以增加任職者自我智能 09 32.915 0.337  85.083  0.069

註：***: Sig.<0.0001, **: Sig.<0.001, *: Sig.<0.05 

 

4-4.3 設計政策任職者引用政策知識與個人特質分析 

 
表 10 引用政策知識與個人特質分析 
  F Sig. 
變項 SSa政策知識範圍（α1） 2.293  0.000 *** 

 SSb政策知識來源（α2） 9.671  0.007 * 

 SSc引用政策知識（α31） 35.089  0.001 ** 

 SSd不引用政策知識（α32） 23.611  0.002 * 

 SSe任職者個人特質（γ） 1106.775  0.000 *** 

交互作用項 SSae 44.804  0.026 * 

 SSbe 91.513  0.702  

 SSce 12.908  0.060  

 SSde 99.875  0.042 * 

註：***: Sig.<0.0001, **: Sig.<0.001, *: Sig.<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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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以「平均數差異檢定」進行與假設二有關變項間一致性檢驗。分析結果如表 10 所示，顯示

設計政策任職者樣本引用設計政策知識範圍變項（α1）與政策知識來源變項（α2），引用（α31）與

不引用（α32）政策知識兩變項，以及任職者個人特質變項（γ）等檢驗均達顯著水準，證明各變項中

已呈現一致性存在。另外於政策知識引用範圍（α1）與不引用政策知識（α32）兩項與任職者的交互作

用檢驗中呈現顯著水準，依照假設二的條件，可推論我國設計政策任職者於制定政策時，對於政策知識

的「範圍」（經濟領域知識最多）與「不引用」知識的取向（停留在評估階段最多），兩者雖然呈現相

同的觀點，但是任職者樣本對於政策知識的「來源」觀點卻不一致，尤其是任職者「引用」政策知識的

取向也呈現不一致，推測原因為任職者僅挑選可協助其證明政策決策正確的知識，可證實我國設計政策

的確有受到任職者本位主義知識偏好的影響，於不完全政策知識下進行決策。 

 

4-4.4 設計政策制定過程中引用政策知識的環境系絡分析 

 

表 11 引用政策知識的環境系絡分析 

  F Sig. 
變項 SSa引用或不引用政策知識程度（α3） 204.094  0.001 ** 

 SSb政策知識引用目的（α4） 314.743  0.025 * 

 SSc所取得研究資料性質（β） 77.535  0.084  

 SSd任職者個人特質（γ） 1106.775  0.000 *** 

 SSe政策知識引用模式（ε） 983.628  0.000 *** 

交互作用項 SSae 174.826  0.248  

 SSbe 83.026  0.044 * 

 SSce 642.988  0.913  

 SSde 780.643  0.162  

 SSabcde 6830.264  0.759  

註：***:Sig.<0.0001, **: Sig.<0.001, *: Sig.<0.05 

 

假設三繼續以「平均數差異檢定」對系絡變項中（α3）、（α4）、研究變項（β）與中介變項（γ）

以及依變項（ε）進行一致性檢驗。分析結果如表 11 所示，除了所取得研究資料屬性（β）以外，其餘

各變項均達顯著水準。此外於變項間相互作用檢驗中，僅顯示任職者樣本其引用政策知識目的（α4）與

政策知識引用模式（ε）呈現一致性，其餘變項與政策知識引用模式結果之間取向均不一致，證明影響

設計政策知識引用模式的原因相當複雜。根據假設三的條件，設計議題本身原本就已多元且複雜，可供

任職者引用的設計政策的基礎研究成果亦不多見，復加上研究變項（β）所呈現的不一致結果，證明任

職者樣本對於我國設計政策研究成果是持存疑態度，造成彼此對於設計政策問題的價值與效用觀點是衝

突的。以上諸點根據 Dunn[17]政策問題結構的分類方式，可證明我國的設計政策問題屬於「結構不良問

題」（ill-structured problem）。更進一步可證實，我國在此政策問題結構不良的因素之下，任職者引用

政策知識的程度與引用目的導致了不相同政策知識引用模式，設計政策知識環境系絡的差異性，的確影

響著任職者制定設計政策的決策。 

 

五、結論與建議 
 

此時正值我國積極推展國家設計、文化創意產業之際，國家設計政策的研究規劃與制定亦是影響深

遠。本研究係以設計政策制定過程中「知識引用」的實證資料，探討我國設計政策基礎研究與決策的問

題，結論整理如下：(1) 我國目前制定設計政策的知識來源以比較國外先進國家之設計政策知識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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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以引用經濟領域知識最高；政策決策機構亦缺乏主動委託進行設計政策基礎研究，任職者引用政策知

識之目的多為只期望解決立即的政策問題，缺乏長遠的前瞻性政策研究；在我國設計政策的基礎研究與

任職者引用知識之間，同樣地存在著不能配合的現象。(2) 我國設計政策任職者所扮演的決策型態包括

「訊息傳遞者」與「評估者」兩種，應加強政策知識引用以提升對於任職者的啟發作用，增加其扮演評

估者決策型態的機會。(3) 我國設計政策制定易受到任職者個人本位主義的影響，設計政策基礎研究所

提供的知識，應以更多元方式進行科際整合與多種發表管道，減低任職者以偏好知識進行決策，以及改

善我國設計政策之思考方式，避免僅重視發展產業經濟的迷思。(4) 設計政策議題屬於結構不良的政策

問題，基礎研究的目的即在於解決結構不良的問題，因此我國設計政策的制定，真正治本之道應先從基

礎研究中的政策問題建構開始，以期能系統性建構健全的政策知識環境系絡，並鼓勵應用性的學術研究

者（知識生產者），將研究重點置於對我國設計政策提出「預備性的政策建言」[22]，以輔助決策機關

進行國家設計政策決策。 

經由探討我國制定設計政策所引用政策知識的實證研究後，為解決我國設計政策制定保守、缺乏整

體研究規劃的問題，基於我國目前所擁有的設計研究潛力優勢，本研究對於設計政策研究學者，以及引

用知識的任職者提出建議：設計政策決策機關應鼓勵民間設計學專家、社會學專家、產業研究學者與政

策研究學者等，組成「設計政策次系統」（政策研究社群），解決政策知識引用不足的問題，以及疊床

架屋與事權不清的設計問題架構，並發展科技計量的研究工具，以作為檢驗未來設計政策實行成效的知

識基礎。此建議與政策知識網絡的觀念相通[10]，強調建立組織良好的設計政策科學社群，將不同科學

觀點溝通成為有價值的對談，進一步落實科際整合的設計政策基礎研究，協助研究者產出有效用地政策

知識，以提供規劃國家設計發展的前瞻政策所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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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focus on experiential approach for analysis “knowledge introduction” to the 

design policymaking, for explored the functionary’s decision phenomenon of Taiwan’s 
design-policymaking institutions. Through the literatures review of policy knowledge introduction, 
three hypotheses concerned with design policymaking are identified, which include: decision types of 
the functionaries, personal essences of the functionaries, and the contexts of policy knowledge. Some 
interviews with questionnaires were conducted with functionaries, from who have participated the 
correlative design or culture-industry policy samples making, and samples are performed in the year 
of 2003. Through analysis, the results are as the following: (1) To prove have uncoordinated 
phenomenon, between the basic research for design policy and the knowledge introduction of the 
functionaries. (2) The most decision types of the design policy’s functionary are messenger, and 
sequences are evaluator. (3) The personal knowledge backgrounds of the design policy’s functionary 
influence the design policymaking. (4) The issues of the design policy belong to “ill-structured 
problems”, which affects the contextuality of policy knowledge. The results are proposed for the 
design researchers to improve their research objects of design policy, and encourage the researchers to 
offer more prospective forecasts, for Taiwan’s design policymaking in the further. 
 
Keywords: Design policy, Policy-making, Policy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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